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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渔业资源是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最主要服务之一,关乎全球粮食和营养安

全保障与数亿人口的生计维持。近大半个世纪以来,高强度的工业化捕捞叠加近海养殖、海岸工程

等开发过程深刻改变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引发渔业资源及其关键栖息地显著衰退。
在气候变化与海岸带人类活动持续加剧、海洋资源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以往侧重单一学

科、单一维度研究的调控成效受到严重局限,需要基于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综

合过程,在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水平上解决可持续路径探究的根本挑战。当前

亟须部署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聚焦这一系统的耦合机制、临界点与临界过程、未来趋势与可持续

性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突破,助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海洋强国与碳中和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协同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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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占地表面积的

70.8%,长期以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气候调

节、食物营养、灾害抵御、文化景观等多样且巨量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是人类社

会对海洋最广泛、最久远的利用形式。考古研究发

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族群定居在滨海

区域,以捕捞和采集海洋生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当

今,世界各国直接从事海洋渔业的有数千万人,海洋

渔业资源更是通过高度繁荣的加工和贸易体系进入

全球人口的日常饮食结构中,成为优质动物蛋白和

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不

可避免地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干扰,包括直接改变

种群生物量与生态系统结构,以及驱动栖息地退化

等。即使是近代工业化以前低强度的开发,也会因

为集中捕捞高营养级、大体型、生长慢、补充困难的

生物,从而改变当地的海洋生态系统功能。
近年来,随着海岸带区域的人类活动足迹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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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以及气候变化的加速,一些海洋生态系统已经

发生强烈而难以逆转的衰退,产出渔业资源的能力

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强国也开始将海洋

视作解决一系列全球性紧迫挑战的有力方案,包括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高营养质量和低环境足迹的食

物等。一方面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严格的保护,使
其恢复到更为健康的状态,另一方面以低扰动的方

式可持续地开发海洋中的渔业资源,应对人类社会

的高质量食物需求,是这个时代面临的紧迫挑战,也
构成了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高度复

杂的互馈关系。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

统由渔业资源、资源使用者、支撑资源的生态系统、
治理体系及外部关联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等子系

统组成,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和非线性耦合特征,受
到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双重营力作用。海洋科学

界应精准辨析并聚焦突破其中关键科学问题,探究

这一复合系统的协同可持续路径。

1 研究背景

1.1 高强度的海洋渔业资源捕捞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是公认的全球海洋

渔业资源开发强度急剧上升的时期,主要原因是工

业化渔业捕捞技术突飞猛进,且当时对于海洋的科

学认知并不充分,没有能力协调资源开发与保护的

相对平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洋渔业资源

衰退的迹象逐渐突出,即使渔业开发的产能规模仍

在扩大,然而全球海洋捕捞总量已至增长极限,至今

仍在8
   

000万吨左右小幅波动[1]。全球海洋生态系

统虽然支撑了相对稳定的捕捞总产量,但整体已经

处在过度开发状态下,主要体现在渔获物的平均营

养级下降,以及食物网的简化和功能的丧失[2]。此

外,随着部分海域资源枯竭而社会需求继续增长,人
类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足迹在海域面积(横向)和
水层范围(纵向)上也在持续扩张,导致越来越多的

生态系统从自然状态中受到扰动[2,3]。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海洋捕捞渔

业的机动化程度不高,近海渔业资源状况良好,但此

后随着捕捞努力量的上升,渔业资源结构发生大幅

改变,渔获物当中传统经济鱼类逐渐被虾蟹类和小

型中上层鱼类取代[4]。为应对产量急速扩张导致的

资源衰退,国家主管部门制定了相应的伏季休渔、船
队控制、增殖放流等系列政策措施。20世纪90年

代,我国国内海洋捕捞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并达到增

长极限,随后逐渐由顶峰的1
   

400万吨下降到1
   

000

万吨左右[1]。当前我国的海洋渔业资源衰退速度有

所放缓,但其下降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5]。为提

升资源养护成效,近海海洋捕捞须继续消化过剩产

能、优化生产结构。

1.2 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管理与保护

早在20世纪初期,已有个别海域的渔业出现衰

退,使人类明确认识了海洋渔业资源的有限性。欧

洲的北海海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发生了过度捕

捞,驱动当地渔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二战结束后沿岸

国家开始着手控制捕捞投入,可以视为现代海洋渔

业管理起步阶段的一个例证[6]。1982年通过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明确赋

予了沿海各国对该区域内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可持续

管理的正式权利。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当前全球对

海洋渔业资源直接开发采取的主要管控举措包括:
捕捞配额的设定、捕捞产能的投入控制、禁渔区域和

休渔季节的划定、渔具渔法的准用规定等。我国自

1955年就规定了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这是我国对

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实施现代化管理的开端,此后相

继涌现了渔船数量和总功率“双控”、伏季休渔、渔具

准用目录和网目限制等代表性的管理制度。
海洋保护地制度也是现代社会保护海洋极为重

要的手段,其创立的主要初衷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特
别是珍稀濒危物种。至20世纪90年代,主流学术

界已经认知到海洋保护地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恢复和

可持续开发也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且生态系统遭受

过度捕捞的程度越大,资源恢复效果越佳[7]。截至

目前,全球共有8.4%的海洋和海岸带区域被划入

海洋保护地,但这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所瞄准的30%保护目标仍然相距甚远,且
保护地的管理执 行 力 度 也 参 差 不 齐[8]。我 国 在

1990年设立了首批海洋保护地,经过三十余年的建

设和整合优化之后,目前共建成海洋保护地352个、
保护海域约9.33万平方千米;此外我国还建立了生

态保护红线制度以实行划区管控,目前划定了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约15万平方千米
 [9]。

除了基于种群和栖息地的自然保护之外,也有

一些措施通过主动人工干预来恢复海洋渔业资源状

况,增殖放流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增殖放流技术早

在19世纪末就已经在个别海水经济鱼种当中得到

应用,但粗放的放流并未达到良好成效;近年来随着

种苗标志和放流效益评估技术的进步,已经形成了

稳定、科学的工作模式[10]。我国的海洋增殖放流始

于20世纪70年代黄渤海区域的中国对虾资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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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目前放流对象已扩展至各种鱼类、甲壳类、贝类、
头足类等,每年放流苗种规模约300亿尾[9]。此外,
以红树林、海草床、滨海盐沼等生境修复为代表的海

洋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也为海洋渔业资源的恢复做出

了积极贡献。

1.3 海洋渔业资源面临的人类活动复合压力

除了直接的捕捞活动,海洋渔业资源还受到由

多种人类活动引起的复合性压力。自20世纪80年

代起,全球水产养殖迅速扩张并延续至今,对海洋资

源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水产养殖业的飞速发展很

大程度上缓解了人类对海洋野生渔业资源的依赖,
已成为全球动物蛋白供给增长的关键领域。同时,
与多数陆地畜牧业形式相比,水产养殖在空间利用

效率和碳排放等环境表现方面上显示出一定的优

势[11]。然而,水产养殖仍面临诸多可持续挑战,包
括但不限于饲料资源的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影响及病害管理等。随着水生动物营养和替代

性饲料原料等行业技术的进步,水产养殖对海洋饵

料鱼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改善,但
养殖产业整体规模的持续扩张给这些野生种群造成

的压力仍未得到完全释放[12]。此外,部分无序的集

约化海水养殖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干

扰,例如栖息地侵占、海水富营养化和其他污染、病
害传播等[12]。但与此同时,贝藻类养殖在适宜的海

域空间和环境容纳量范围内也可以起到净化水质、
吸收超量营养盐、为海洋生物提供生境等正向的生

态服务功能[13,14]。我国近岸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强
度最高的海水养殖,生产结构中以不需要投饲的藻

类和滤食性贝类为主,目前已开展了系统的空间规

划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可观成效,将继续优化探

索食物供给和生态健康的双赢路径。
近代以来,全球人口快速向海集聚,海岸带城镇

化、工业化带来的密集人类活动也深刻改变了海洋

生态系统。近几十年内,我国和全球各国开展了广

泛的围海造陆、堤坝筑造等海岸工程,自然岸线被人

工岸线取代,由此丧失了大量的滨海湿地,破坏了海

洋渔业资源(特别是其早期生活史当中)所依赖的栖

息地[15]。工农业产生的尾水则通过河流向近海输

入了超量的营养盐,使得河口和近海区域出现富营

养化—有害藻华爆发—缺氧的链式反应,进而导致

海洋渔业资源发生衰退[16]。这些活动尽管不属于

直接利用渔业资源的过程,但同样通过海洋渔业资

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同过程,对系统

本身的可持续性构成严峻威胁。

2 研究脉络与现状

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核心纽

带是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相对关系。开发与

保护之间的平衡将维持复合系统的稳定,持续向其

中一方的过度偏重则将驱动复合系统的稳态转变

(regime
 

shift)乃至崩溃。长期以来,为了推动这一

平衡的实现,海洋科学、生态学、水产学等学科根据

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关注重点,分别形成了一定的研

究脉络。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推进和系统科学的发

展,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这一研究

方向逐渐在学术界涌现。

2.1 可持续海洋捕捞渔业研究

海洋捕捞是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最主要、最直接

的形式,其可持续性早在20世纪末就成为了全球关

注的焦点议题。可持续海洋捕捞的本质是防止过度

捕捞的发生,即控制人类利用的生物量低于种群能

够补充生产的生物量。早年间的渔业科学通过对单

一物种的种群资源调查,构建了最大可持续产量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SY)的评估方法,
并作为渔业管理的准绳,但后续研究揭示了 MSY
因未能充分考虑食物网相互作用而仍然会使生态系

统走向衰退[17,18]。此外,历史上相对低水平的捕捞

已经驱动了营养级高、生长和补充缓慢的种群在生

态系统中的占比下降,进而使生态系统结构简化,海
洋捕捞渔业也愈加依赖营养级低但补充迅速的种

群[2]。尽管低营养级种群也有能力支撑起繁荣的渔

业,但简化的海洋生态系统缺乏韧性,在气候变化及

病害、生物入侵、富营养化等外界作用下更容易崩

溃,仅仅改善这些目标种群的资源状况并不能完整

恢复生态系统健康[19]。因此,可持续海洋捕捞渔业

的前沿研究目标是探究适宜的渔具控制、捕捞努力

量控制、渔场选择等管理手段,兼顾提升目标物种和

非目标物种的种群状况,瞄准更完整的功能和更强

的韧性,对海洋生态系统开展重建[20]。
进入21世纪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的核心

议题之一,气候变化对海洋渔业资源分布的影响也

由此成为了海洋捕捞渔业研究的热点。气候变化通

过改变海洋初级生产力和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模

式,进而影响捕捞渔业的潜在产量,这对渔业管理的

首要意义是应当维持更丰富的渔业资源种群,以提

高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21]。特别是对于经历了过

度捕捞、需要重建的渔业资源种群,在气候变化影响

下更需要严格控制人类的开发压力[22]。在全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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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气候变化将导致未来热带的渔获量减少而极

地增幅明显,与此同时极地将面临大量的物种入侵

和更替,进而潜在改变原有的生态系统功能[23,24]。
对遭受显著影响的区域进行细化的模型预测将是进

一步研究的重点。此外,维持更丰富的海洋渔业资

源存量还能够促进深海碳封存过程,可以在经济和

社会效益较差的渔区有序减少捕捞量,为海洋捕捞

渔业主动减缓气候变化提供有力手段[25]。

2.2 可持续海水养殖研究

在全球海洋野生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背景下,
海水养殖逐渐成为了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另一主要

形式,其与淡水养殖一同构成了过去数十年内全球

增长最快的食物生产行业。海水和淡水养殖大量补

充了水产品供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类消费,纾解

了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需求。但与此同时,多项研

究也强调了水产养殖饲料对于海洋野生饵料鱼资源

的依赖,驱动了饵料鱼种群的过度捕捞和面向幼杂

鱼的低选择性捕捞,且部分无序的海水养殖还导致

了栖息地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海洋渔业资源状

况造成了负面影响[14,26,27]。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

低营养级物种养殖规模的扩张、饲料转化效率的提

升、饲料中鱼粉和鱼油替代成分的推广、来自水产品

加工副产物的鱼粉和鱼油使用的增加,水产养殖业

对海洋饵料鱼资源的依赖已显著下降,从而在直接

利用更少海洋渔业资源的条件下,实现更多的食物

产出[12]。尽管如此,在水产养殖规模继续扩张、低
选择性海洋捕捞渔业仍然存续的现实条件下,仍需

加强新兴水产饲料成分开发和饵料鱼渔业管理研

究,以进一步缓解海洋渔业资源的压力[12,28,29]。
除了对海洋野生饵料鱼资源的利用以外,海水

养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方式包括养殖尾水

造成富营养化、滩涂或海上养殖侵占生态重要区域、
病害从养殖种群向野生种群传播、养殖生物逃逸改

变当地的生态系统结构等[27,30]。循环水养殖及深

远海养殖这两类相对新兴的形式能够更好地控制养

殖活动对周边海洋生态系统的压力,驱动了一批前

沿研究为它们的推广应用提供科技基础[11,12]。滤

食性贝类和藻类的海水养殖不依靠饲料投入即可实

现食物生产,同时能够吸收海水中超量营养盐,并且

藻类养殖还可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及固碳增

汇,前沿研究正致力于以上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协同实现[31,32]。综合而言,当前需要强化解析海

水养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并形成

科学审慎的养殖空间规划,以尽可能规避负面效应

并充分发挥正面价值。

2.3 海洋保护地及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研究

20世纪末,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和生

效,海洋保护地迅速发展成为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健

康的主要管理工具。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来看,海
洋保护地通过限制人类活动的进入来实现特定区域

的自然保护,并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标[33]。
尽管海洋保护地限制了相应区域内海洋渔业资源的

直接利用,且不以渔业资源恢复为核心初衷,但即使

是在单一物种层面上,合理设置的海洋保护地也能

够增强种群在人类开发下的韧性,并通过种群向渔

场的转移来支撑捕捞渔业的生产[34]。并且,海洋保

护地可以抑制捕捞生产造成的栖息地破坏、兼捕等

生态影响,且能维持目标种群内健康的年龄结构,在
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方面相较于传统渔业管理工具有

着无可替代的作用[35,36]。
当前的海洋保护地研究普遍指出,保护地内渔

业资源物种的繁殖能力大幅增加,并通过幼体和成

体向保护地边界外的溢出,改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状况[33,37,38]。当渔业资源物种拥有更大的栖息

地范围时,海洋保护地对资源养护的作用更易受到

限制,因此前沿研究正致力于探索设立更大范围且

边界能够动态调整的保护地,以及加强对资源生物

的产卵场、育幼场、索饵场、洄游通道等关键生活史

阶段栖息地的保护[33,39,40]。现阶段需要充分运用先

进的标记监测技术,对海洋保护地向邻近区域输出

的资源生物进行更充分的实证评估,包括总体生物

量和适合直接开发利用的生物量[38]。此外,还需要

加强一部分资源生物的生活史研究,尤其是经历了

过度开发和气候变化下脆弱性突出的生物,以支撑

关键保护区域的精确选划。

2.4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与海洋渔业资源—
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研究

  海洋捕捞渔业、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领域的研究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随后学术界

和决策者均认识到海洋渔业资源的形成依赖于复杂

的生态系统过程,后者又受到多重自然与人为因素

的调控,不可能通过单一维度的管理来促成资源开

发与 保 护 的 平 衡。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渔 业 管 理

(Ecosystem-Based
 

Fishery
 

Management,EBFM)理
念由此诞生,其重视对渔业捕捞造成的栖息地退化、
兼捕、种群年龄结构变化、生态系统功能改变等多重

影响进行管控[41]。但EBFM 的管理对象依然停留

在渔业捕捞上,未能有效纳入近海养殖、围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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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陆源排污等其他同样影响生态系统的过程,导
致无法解决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根本问题[42]。在

此基 础 上,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海 洋 管 理(Marine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MEBM)理念填补

了EBFM 的短板,将管理范围扩大至包括海洋捕

捞、海水养殖、海洋能源和矿产开发、海洋划区保护

等各种人类活动[42,43]。

MEBM充分引入了系统科学理论,提出将海洋

生态系统视为复杂自适应系统,个体要素层面的活

动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驱动系统层面的变

化,进而导致系统的稳态转变乃至崩溃[4446]。海岸

带和流域各种形式的人类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

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 MEBM需要对

这些活动进行综合调控,以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和韧性,使其可持续实现多重服务功能[44,45]。事实

上,上述复杂自适应系统已经超越了海洋生态系统

的传统范畴,融通了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界。
在系统观念的推动下,一批前沿研究突破单一学科

主导的范式开展了交叉学科探索,也丰富了海洋科

学的内涵[47]。主要关注领域包括人类活动通过改

变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海洋初级生产、海洋生态系统

食物 网 等 线 索 对 海 洋 渔 业 资 源 的 复 合 影 响 路

径[4850],以及合理开发的海洋渔业资源通过粮食安

全、营养健康、经济增长、生计支持等对社会发展的

多重贡献维度[51,52]。这批交叉研究致力于解析的

共同内核即为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

的耦合协同过程。

3 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纵观全球为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平衡做出

的治理努力,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在海

洋捕捞规模增长停滞的背景下,海水养殖持续扩张,
其中贝藻类养殖贡献了主要增量[1];各类生态环境

效益表现更佳的捕捞和养殖方式正在对粗放型生产

进行快速取代[53];全球海洋保护地的面积从2010
年至今翻了三倍多,且越来越多资源生物的重要栖

息地通过科学的选划手段被纳入保护优先区域[8]。
但是在全球海洋被开发的主要野生生物种群当中,
过度捕捞的种群比例仍在上升,海洋渔业资源状况

至今未见全面向好的趋势[53]。全球人口增长带来

的优质动物蛋白需求和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固碳增

汇需求,使当今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依赖健康的

海洋生态系统来提供相应服务,因而海洋渔业资

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可持

续挑战,亟 须 把 握 其 中 的 关 键 科 学 问 题 并 力 求

突破。
(1)

 

气候变化压力下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

会复合系统的耦合及协同机制。20世纪50年代至

今的大半个世纪里,渔业捕捞和其他海岸带人类活

动已经成为驱动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而气候变化又放大了资源状况的震荡幅度。这些因

素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流动,进而改

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海洋渔业资源

是上亿从业者的世代生计所系,且在全球粮食和营

养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因此海洋渔业资源

开发与保护具有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密切交互的属

性,是人海互馈关系最集中的反映。然而,即使是在

研究数据最为充分的关键海区,对这一复合系统演

变机制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当前需要利用新兴技

术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同化,重建过去数十年关键

时期内海洋渔业资源的状态演化,解析生物地球化

学基本要素的水平变动及其如何通过生态系统动力

学机制映射至渔业资源,并评估不同类别人类活动

和气候变化因素的驱动贡献,这是揭示海洋渔业资

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在气候变化下的耦合协同

机制所面临的主要科学挑战。这些工作也将为探索

复合系统的可持续路径提供关键前置基础。
(2)

 

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临

界点与临界过程。伴随着工业化海洋捕捞的大规模

作业,海洋渔业资源所承受的开发强度已经普遍超

过了其所在生态系统的自然承载力。尽管全球海洋

捕捞产量尚未出现全局性下降,但高营养级、大体

型、生长慢、补充困难的生物个体的移除驱使海洋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已出现广泛的

衰退,丧失了应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双重胁迫的

韧性。这使得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已经或即将频繁越

过临界点,发生稳态转变,进而使资源评估工作将事

实上已经历震荡后的平衡状态视为初始的“健康状

态”,后者即为传统渔业科学提出的“基线转移”困
境。但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之

间复杂的非线性互馈,单一学科主导的研究方法在

探究系统临界状态方面存在很大挑战,对这一复合

系统的临界点和临界动力过程的已有认知相当局

限。当前需要引入系统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甄别该系统发生稳态转变前的预警信号,明晰各

子系统的临界要素及其之间的级联效应,解析临界

动力过程及调控手段,从而量化复合系统可持续的

安全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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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未

来发展趋势与可持续性。海洋渔业资源在未经人类

干扰的条件下自身就有强烈的动态特征,其与生态

系统、人类社会经济构成的复合系统更加具有不确

定性。全球气候模式和物种分布模型的发展促进了

气候变化下海洋渔业资源状况的未来演变趋势研

究,但现有预测手段对人类活动因素的纳入有限,导
致产出的结果很难对治理调控实现精准指导,也未

能形成对这一复合系统关键风险识别和韧性提升路

径的完善认知。当前需要在引入系统科学研究范式

的基础上应用数字孪生技术,以关键海区为示范,对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双重胁迫下海洋渔业资源—生

态—社会复合系统的未来演化,特别是其中的临界

动力过程进行高精度模拟,识别关键风险因素和高

效调控的切入点,并结合渔业资源养护、粮食安全保

障、固碳增汇等多维治理目标探究协同优化路径。
这既是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相平衡的重大

科学挑战,也是通过基于科学的决策实现蓝色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紧迫需求。

4 未来展望

可持续的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

是人海和谐经略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长

效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促进多重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实现的一块基石。我国是世界上海洋捕捞和海

水养殖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我国的近海—海岸带

区域支撑了极高强度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但我国

的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研究尚未达

到国际领跑水平,相应的治理理念与方法也未能完

全匹配最新的国家发展需求。在科学层面上,未来

应根据我国海洋生态保护和“向海洋要食物”的双重

战略需求,探索建设以人—海复合系统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学科,逐渐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聚

焦领域内的关键科学问题,推动海洋科学、系统科

学、生态学、水产学等多个一级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创

新研究范式的突破。借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带动

“有组织的科研”和塑造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体制优

势,在海洋科学类别下新设学科代码或调整既有学

科代码的内涵,加强对人—海多系统复杂耦合、复合

系统临界过程、复合系统韧性提升等难点领域的原

创性研究。此外,通过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进一步支持复合系统的海—陆—空—天一体化观测

监测技术的研发,通过共享航次计划提升对关键海

区的调查质量,为上述科学问题的突破提供坚实的

数据积累。在治理应用层面上,未来应根据海洋渔

业资源—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趋势预测研究,构
建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海洋综合治理智能决策支持

系统,并为其产出的动态适应性管理路径创造便捷

的政策环境,从而高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海洋强

国与碳中和等国家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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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represent
 

one
 

of
 

the
 

most
 

vital
 

services
 

provided
 

by
 

marine
 

ecosystems
 

to
 

human
 

society,
 

directly
 

influencing
 

global
 

food
 

and
 

nutritional
 

security
 

and
 

the
 

livelihood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the
 

combined
 

impact
 

of
 

intensive
 

industrial
 

fishing,
 

nearshore
 

aquaculture,
 

and
 

coastal
 

engineering
 

has
 

profoundly
 

altere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arine
 

ecosystems,
 

leading
 

to
 

significant
 

degradation
 

in
 

fishery
 

resources
 

and
 

key
 

habita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scalating
 

climate
 

change,
 

intensifying
 

human
 

activities
 

in
 

coastal
 

zones,
 

and
 

growing
 

demand
 

for
 

marine
 

resource
 

consumption,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focusing
 

on
 

single
 

disciplines
 

or
 

isolated
 

dimensions
 

have
 

shown
 

severe
 

limitations.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of
 

sustainable
 

pathways
 

now
 

requir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hat
 

considers
 

the
 

interplay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level
 

of
 

the
 

coupled
 

system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ecosystems,
 

and
 

societ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dvanc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explor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s,
 

tipping
 

points
 

and
 

processes,
 

future
 

trend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is
 

complex
 

system.
 

Such
 

breakthroughs
 

are
 

essential
 

to
 

support
 

the
 

coordinated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inclu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maritime
 

power,
 

and
 

carbon
 

neutrality.

Keywords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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